关于在国务院层面建立协调机制
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建议
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，护佑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繁衍生息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间基础。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，习总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对中医药给予高度评价，多次强调发展中医药的巨大意义。201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，足以证明了中医药的医学科学价值及其对维护人类健康的重要贡献。
近年来，党和国家从法律法规上给中医药事业保驾护航，从战略规划高度给予中医药事业关怀和期望，已经形成了“一法一纲二规划”的相对完善的体系。中医药事业有了法规制度的保障，有了宏伟的规划蓝图，理应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健康发展阶段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近年来中医药在医疗医药卫生改革、在百姓看病就医选择等方面却受到诸多不公平、不合理的待遇，整个产业链包括种植、加工、制造、准入、临床使用等方面都呈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。这些困难和危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：
1、中药在临床治疗领域的地位下降，中药行业遭遇断崖式下跌。
医疗机构控制医疗费用无可厚非，但如何控费、医疗机构往往取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，动辄在中药上下刀。中成药在进院、临床使用、药占比考核中受到诸多限制，如有的医院在备案采购药品目录中明确规定“中药制剂不予受理”，许多医院明确要求医生限制使用中药。多地卫健部门、医疗机构将中成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作为“辅助用药”加以“重点监控”，导致中成药在医疗机构的使用金额和占比均大幅下降。
据昆泰艾美仕的公开数据，2017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的中药处方值下降了7%，而同期进口及外资企业的药品却上升了9%；中康资讯的公开数据显示，在等级医院（二级以上），中成药占比从2014年的19.1%下降到了2018年的16.8%；工信部数据显示，2017、2018两年时间中成药主营业务收入累计下跌高达37.7%，中成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医药工业占比也逐年下滑，比重从2013年的23.63%下滑到2017年的19.23%，2018年1-9月已下降到18% ，这与《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》中提出的“在2020年中药产业占医药行业产业的比重达到30%”的目标越来越远。
2、中药评价体系、注册审评制度不符合中医药理论体系，成为中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羁绊。
《中医药法》中明确提出“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、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，推动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”，但是，《中医药法》颁布两年来，业界期盼的相关的评价体系未及时出台，而且随着我国的药品审评制度逐渐向国际标准并轨，与中医药理论和发展规律渐行渐远，审评标准的“西化”把中药新药上市和创新挡在门外，中医药的研发陷入困境。
根据国家药监部门发布的药品审评报告，2012年至2017年，批准上市的中药分别为37、27、11、61、2、2个，而同期批准上市的化药（含生物药）分别是588、389、486、290、204、492个，六年批准上市化药（生物药）数量为2449个，而同期批准上市的中药仅为140个，占批准总数的5.4%，其中中药新药仅有57个，不仅数量占比极低，而且呈持续递减趋势。2018年批准新药50个，仅有一个中药（六类新药），审评报告数据让中药界的从业人员无地自容。
3、中药行业技术水平参差不齐，龙头企业投入巨资研发创新得不到认可。
近年来，国家药监部门对中药出台多项技术指导原则、技术要求、部署开展上市后再评价工作，也多次开展了专项检查活动，国内优秀企业、龙头企业积极响应，积极按照国家相关要求开展质量标准提升、说明书修订、安全性再评价、有效性研究等工作，投入了大量资金，积累了大量数据，产品的品质、安全性、有效性有了提高和保证，尤其是中药注射剂生产企业投入巨大，成效明显。但是这些成效在医疗终端的使用环节却得不到认同，在医疗机构停药、限药、纳入重点监管、辅助用药等各项制度规定中，中成药尤其是中药注射剂总是首当其冲中枪，以上这些，直接影响了研发机构、中药企业对研发的投入热情，阻碍了中药研发的创新。
4、中医药监管主体缺位，九龙治水局面尚未有效改善。
中药产业链长且复杂，监管要横跨农业农村部、自然资源部、林业草原局、商务部、工信部、药监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中医药局、卫健委、医保局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，于是便形成了政出多门的碎片化的监管。一项部门政策的出台只是考虑局部发展、局部管理，整个产业无序、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始终没有良方来解决，处于中成药的产业链上的企业同样疲于应对。
药材、饮片监管，一直是中成药全产业链上监管的难点和薄弱环节。农户种植分散、缺乏标准规范，缺乏长远规划。中成药不同于化学药，其药材的来源不同，产品的质量安全疗效就有可能不同。部分大企业从保证原料来源出发，开展集约化种植，但也只能解决部分自用药材。然而好药材生产出来的好药品，在招标采购中丝毫不体现优质优价的政策，这就使得药材的集约化、标准化、规范化种植缺少政策驱动，缺少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。
5、中药特别是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被夸大，媒体报道特别是自媒体的“中医中药黑”现象严重。
对于中药的不良反应，需要理性对待客观评价。有资料显示，临床上80%的中成药出自西医大夫处方，中药不良反应事件大多是西医大夫缺乏中医理论指导，对患者病证不能辩证、对中成药功能主治一知半解以及盲目联合用药产生的。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与北京市中医药学会曾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，西医师对中成药不合理使用率高达43.7%。近年来，对中药不良反应、对中药临床价值的质疑文章时不时在一些媒体上出现，药监局、中医药局、中医药专家对此缺少科学理性的分析，缺少理直气壮的反驳，使得中药在部分医生、患者、普通百姓中信誉度下降，尤其对年轻人来说，对中医药的认识和认同感渐行渐远。
6、中医院（科室）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比重及投入不足，中医人才匮乏，诊疗水平明显下降。
卫健委卫生统计信息显示，我们国家医疗资源西医医院与中医医院两者比例是6.8比1，西医大夫与中医大夫两者比例是9.4比1，2017年全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1.8亿人次，其中中医诊疗为10.2亿次，仅12.47%。在众多中医医院中，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的传统中医诊病模式已经被各种化验、B超、CT等西医检测手段所取代。中医人才的培养、名老中医和学术流派传承工作迫在眉睫。
如上这些困难和危机，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医药在医疗临床治疗中的价值地位，影响了中医药在百姓心中的认知与地位，影响了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。90年前的“废止旧医案”是缺乏文化自信的民国政府全面西化的产物，激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抗议后不了了之。今天是文化自信的伟大时代，振兴中医药既是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需要，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。
因此建议：
1、建议在国务院层面建立协调机制，在“一法一纲二规划”的大框架下，提出“中医药传承发展顶层设计”，合理调配涉及中医药全产业链管理的部门职能，最大限度减少“九龙治水”带来的监管空档和低效，提高监管的协调性和科学性。
2、督促国家中医药局履行主管中医药工作的法定职责，依照《中医药法》给予其开展相关工作的充分授权，必要时可成立“国务院中医药发展领导小组”。
3、督促卫健委、中医药局真正落实“中西医并重”的国家大政，充分认识中医药的临床价值，推进中医药临床路径制定工作，加强合理用药管理，严厉纠正粗暴对待中药的做法；
4、督促国家药监局尽快研究制定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中药审评审批体系，把制订《中药注册管理办法》纳入修法计划，启动中药上市后再评价工作。
5、督促市场监管局牵头，协调农业农村部、商务部、自然资源部、工信部、林业和草原局、药监局、中医药局、卫健委等部门开展“中药材生产流通使用整顿”工作，形成长效机制，切实从源头上保障中药的质量安全和疗效。 
6、将3月17日定为中医药节，同时加强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宣传推广，增强14亿中国人的中医药文化自信，中医药走出国门才有底气。
